
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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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中国经济转轨的时代背景，以 2008—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地区腐败对异常

审计费用的影响，并探究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异常审计费用与地区腐败呈U型曲线关

系，且这种U型关系具有明显的宏观环境异质性和企业特征异质性，即在十八大召开以前和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以及国有

企业和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影响机制分析显示，环境不确定性在地区腐败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过程中发挥

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腐败成为阻碍经济车轮前进的“绊脚石”，新时期大力打击腐败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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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腐败是转型时期的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政策的出

台，以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科学决策，使腐败治理进入“新常态”。然

而，中国经济层面上企业快速成长的同时却伴随着市场环境中腐败之风盛行［1］。事实上，这种经济增长与

腐败并存的现象普遍存在于东亚国家，被称为“东亚悖论”（East Asia Paradox）。厘清腐败对企业微观运营

的影响，是彻底摧毁腐败温床的重要前提。环境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也是企业决策行为的重

要影响因素［2］。地区腐败作为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重要体现，会影响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

审计师是企业信息质量的重要把关人，在企业财务报告的鉴证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安然事

件、乐购事件等一系列公司财务丑闻的曝光，使得公众对审计师的监督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审计

师对客户的风险格外关注。由于环境不确定性反映了企业面临的总体风险，因此审计师需要重点加以考

察。审计师通常与客户公司进行大量的交流和实地考察，拥有较多的企业私有信息，那么审计师是否能

够及时发现企业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决定因素——地区腐败，并作出相应的反应呢？当前很少有学者对

这一问题进行研究，鲜有文献从审计视角探讨区域腐败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本文将从审计师决策角

度出发，研究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具体来说，以异常审计费用反映审计师对客户企业的风

险评估，考察审计师是否会将地区腐败纳入其风险评估体系，即是否会对地区腐败作出反应以及作出何

种反应；进而，基于宏观环境异质性视角和企业特征异质性视角探讨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关系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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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并对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探究。

本文可能存在如下边际贡献：第一，关于腐败的研究，学者们更为关注腐败对企业发展及企业行为的

影响，鲜有文献对腐败与审计师决策的关系进行探讨，而本文首次探讨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

并厘清两者关系的作用机理，将视角延伸至审计领域，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第二，现有研究多将异常审

计费用作为解释变量，少有学者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的研究表明地区腐败会对异常审计费用产生

显著影响，能丰富相关研究。第三，本文为解决腐败到底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还是“绊脚石”之争提供

新的研究视角和一定的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一）腐败与环境不确定性

关于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还是“绊脚石”的争论持续不断。

持腐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润滑剂”作用的观点的学者认为，腐败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保驾护航，降

低了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首先，腐败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关联，在正式制度缺位的转型时期发挥了

一定的资源配置功能。通过与政府“疏通关系”，企业在竞争中得到了政府的“特殊照顾”，因而更容易获

得政府所提供的各种信贷资源，缓解融资约束，在稀缺资源的获取上也更具优势［3］。另外，行贿企业通常

能够获得更多的政策优惠和政府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负担并减少了外部势力

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干扰［4］。其次，腐败能够使企业避开某些无效率的政府管制，加速官僚程序（red tape）。

通过行贿官员，企业“购买”了更高质量的政府服务［5］，以此简化在政府部门办事的繁文缛节，缩短行政审

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且更易获得市场准入许可［6］。

持腐败无效论的学者则认为腐败是阻碍经济车轮前进的“绊脚石”，会提高企业风险，增加企业生存

和发展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腐败程度会带来较弱的产权保护，无形资产（如专利和商标）的投资

收益因其特殊性而更易被政府官员侵犯，这会导致企业减少在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增加对固定资产（如

机器和厂房）的投资，从而扭曲企业的资产配置，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和创新［7］。类似地，在腐败之风盛行的

地区，企业家通过贿赂政府官员、挪用公司财富等行为实现个人回报最大化，直接导致企业家才能配置到

寻租腐败活动中，而不是企业的生产性活动［8］。另外，在正式制度不健全时，企业只能通过行贿等非正式

制度获得生存机会，这无疑增大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和营业成本，磨损了经济运行的效率［9］。腐败毕竟是一

种非正式制度，政府官员通过收受贿赂而做出的承诺没有相关制度的保障，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和随意

性［10］，事后“毁约”或是“敲竹杠”向企业索要更多贿赂的情况屡见不鲜，因而企业的发展将面临较大的不

确定性和更高的风险。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腐败对企业的影响不是绝对的，不是所有的腐败都是有害的，也不是所有的腐败

都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高度腐败并存的“双高现象”。学者认为，腐败

可能存在最优规模，适当的腐败水平有利于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刺激企业创新，提高企业收益，促进企

业发展；但当腐败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将会阻碍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和收益的增加［1，11］。

此外，腐败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会影响企业管理层的道德选择和日常管理活动。腐败文化盛行

的地区，企业管理层的道德观念较淡薄，企业通常使用隐蔽性更强的真实盈余管理方式来掩盖与政府官

员之间的利益交换［12］，这类企业发生财务欺诈的可能性较高［13］，日后被利益相关者起诉的风险也将增大。

总之，以上文献都表明腐败会对企业的发展及管理层的日常管理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生产经营

面临的总体环境不确定性。

（二）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费用

近年来，在审计实务中时常出现审计师被上市公司牵连的情形，当上市公司因虚假陈述而遭到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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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调查时，会计师事务所和签字注册会计师也会被调查。美国“安然事件”中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

一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破产倒闭，我国“万福生科事件”里中磊会计师事务所的证券从业资格被取缔，

这些事件标志着国内外资本市场逐步明确了审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活动中的责任，这迫使审计师

在审计活动中不仅要考虑企业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还需要额外关注客户企业的风险。审计师面对一项高

风险的审计业务时，往往有两种选择：一是放弃审计，规避风险；二是建立审计关系，但要求更多的审计费

用作为风险补偿，并付出更多的努力以将风险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因此，审计费用反映了审计师对企

业的风险评估。审计费用由正常审计费用和异常审计费用两个部分组成。异常审计费用是指审计师当

年实际收取的审计费用与正常费用之间的差额。正常审计费用建立在与客户风险相关的可观察到的审

计费用决定因素上，而异常审计用则是指审计费用形成后可观察到的客户风险相关因素所不能解释的那

部分收费［14］。与实际审计费用相比，异常审计费用剔除了公司规模等因素的影响，能够更好地体现审计

师的努力程度及对客户公司的风险评估［15］。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赖以生存的环境，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对企业生产经营和风险产生显著影响，环境

不确定性成为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环境不确定性的根源来自于企业外部环境，它

是企业所面临风险的一个综合体现，这种不确定性越大，意味着企业的生产经营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

不可预测因素［16］。环境不确定性通过提高客户错报风险、经营风险和舞弊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师风险评

估：首先，当环境不确定性增大时，企业会更加关注外部性，其管理控制系统会更开放，且倾向于设置更多

的部门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形势［17］，这会使会计人员难以有效和准确地评估记录企业的经济业务，加

大了企业财务报告的错报风险。其次，面对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管理层缺乏全面的信息评估当前形势，

难以作出迅速、有效的战略决策，决策失败的风险大大提高［18］，此时为及时反映环境变化对企业的影响，

企业需要及时更新预算方案并提高预算制定的频率［19］，这会使企业更倾向于制定短期规划，从而不利于

企业的远期规划和发展，这样势必会使企业的经营风险增大。如果因此导致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那么

审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被调查的可能性也会提高。最后，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导致企业未来的经营业绩

难以预测，这会引起企业盈余波动性的增强和持续性的降低，进而引起股价的波动。管理层为避免其战

略目标实施、薪酬最大化和职业形象受到不利影响，会有强烈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行为［20］，因

此管理层的舞弊风险增大。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较大时，审计师会提高对企业的风险评估水平，并付出

更多的努力和要求更多的风险补偿，进而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16］。

（三）文献述评

从腐败与环境不确定性的相关文献来看，现有研究表明腐败会对企业的发展及管理层的日常管理行

为产生影响，进而增大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总体环境不确定性。但由于学者对腐败文化的度量标准、所

站角度和所处环境等因素不尽相同，他们得出了腐败是经济车轮前进的“绊脚石”和“润滑剂”两种不同的

观点。中国的腐败研究应立足于当前经济转轨的背景，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理论假设。从环境不确定性

与异常审计费用的相关文献来看，现有研究表明当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较大时，审计师会提高对企

业的风险评估水平，并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要求更多的风险补偿，进而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从文献梳理

的逻辑来看，环境不确定性可能会在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但当前并未有学者将

这三者结合起来研究，这也是本文深入探讨的方向。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前文的分析表明地区腐败会影响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但发挥的是降低环境不确定性的“润滑

剂”作用还是增大环境不确定性的“绊脚石”作用目前还没有定论。环境不确定性是企业风险的一个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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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审计师会给予环境不确定性大的企业较高水平的风险评估，并付出更多的努力以将风险降至可接

受的水平，进而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那么作为重要的外部监督机制，审计师是否会将诱发企业环境不

确定性的主要因素——地区腐败纳入其风险评估体系中呢？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角度，探讨腐败对审计师

决策的影响。

失范理论认为制度环境及规则对企业战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该理论来论述地区腐败与异

常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失范理论探讨了各类社会经济活动背离当前社会普遍认可的社会规范和准则

而带来的后果。在失范环境中，监管机制缺失，个体通常会使用非法手段来达到目的。当贿赂等腐败活

动成为获取资源的必要前提时，企业会不断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失范的环境，这使得腐败成为企业生存

的先决条件［21］。在企业层面，一方面，一定程度的腐败建立了特殊的政治关联，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使

企业更易获取稀缺资源，得到政府的庇护，在这个阶段，政商关系稳定，企业发展“欣欣向荣”，腐败为企业

的发展保驾护航，提供稳定宽松的环境，降低了企业生存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腐败的初始阶

段，企业管理层和政府官员都会极力粉饰腐败行为，以进一步获取更大利益，此时，腐败不易被监管者及

外部审计师发觉。基于腐败对企业环境不确定性的降低作用以及腐败本身的隐蔽性，审计师会低估企业

面临的风险，因而收取较少的异常审计费用。从社会层面来看，在失范的经济环境中，腐败使企业和政府

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会阻碍正常市场秩序的建立［22］。由此可见，腐败在正式制度缺失严重的

环境中对个别参与贿赂等腐败活动的企业发挥了“润滑剂”作用。但是，随着制度的健全，建立公平竞争

环境的诉求愈发强烈，国家大力提升腐败治理力度。当腐败程度不断加深进而突破某个临界值时，腐败

文化开始泛滥，腐败的隐蔽性逐渐降低，这让腐败当事人更易受到监管和处罚。大批官员落马，不确定因

素使得企业的生存环境动荡不安，企业为生存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腐败这种非正式制度不但不能为企业

提供保障，反而侵害了企业利益，使其发展受到了更多的外界干扰和打压，生产经营的环境不确定性增

大。据此，审计师出于职业敏感性变得更为谨慎，会提高对企业的风险评估，并付出更多的努力以降低审

计风险，因而异常审计费用较高。鉴于转型时期中国高度腐败与经济高速增长并存的实际，我们认为，腐

败对经济的影响不是绝对的有害或绝对的有利，而是存在一个临界值。当制度薄弱且腐败处在较低水平

时，能够发挥推动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作用，但随着制度的健全以及腐败严重程度超过某个临界值，它将

会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随着地区腐败程度的提高，异常审计费用呈现

U型变化规律。

前文的分析表明，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不是单调的，那么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

特征的变化，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可能不同。本文基于异质性视角，进一步考察地区腐败与

异常审计费用的相关性是否随宏观环境和企业特征异质性的变化而变化。在宏观环境异质性方面，本文

检验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影响的制度差异和市场化进程差异，具体包括以下两个问题：（1）十八大前

后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2）和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相比，市场化程度高的

地区的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在企业特征异质性方面，本文考察了地区腐

败对异常审计费用影响的产权差异和资产配置差异，具体包括以下两个问题：（1）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

用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是否不同？（2）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在固定资产占比

高的企业与固定资产占比低的企业之间是否不同？

腐败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会受到逐渐健全的正式制度的冲击，从而减小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审

计师对地区腐败的敏感性也会随之降低。十八大以来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打虎拍蝇雷霆万钧，形成了反腐

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先后推行了多项反腐倡廉政策，包括《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建立健全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计划》等，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逐渐健全和

完善市场运行制度。十八大召开之后，寻租腐败行为会受到更多的监督和约束，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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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2a：与十八大前相比，十八大后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更小。

由于各地区在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和国家政策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表现出明显的

区域不平衡性。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缺乏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监督机制，企业管理层的行为难以得到有

效约束，更易滋生寻租腐败活动；而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通常拥有较高的法治化水平和较为完善的市场

竞争机制，企业的寻租腐败活动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和约束，腐败对资源配置的阻碍作用减弱。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2b：

假设2b：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相比，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更小。

腐败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产权异质性。黎文靖和池勤伟指出，政府在政策优惠、信贷资源、

行业准入等方面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存在差别对待［24］。腐败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产生的影响可能不

同，它与企业生产效率之间不是一种单调关系，腐败对私人控股企业的生产率有显著影响，但对国有企业

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明显［25］。国有企业吃喝腐败对企业绩效的“绊脚石”效应高于非国有企业［26］。我国现

行体制下，由政府任命的国企高管具有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双重身份，而金字塔式的控制结构又使得政府

难以对高管的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由此孕育了国企高管权力过于集中的“一把手”权力文化。严重的内部

人控制问题以及所有者缺位的产权特性使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脆弱，权力型管理层更具有利用其职位

权力追求私有收益的能力和动机，寻租腐败空间显著增大［27］。因此，本文提出了假设3a：

假设3a：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地区腐败对国有企业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更显著。

制度包括横向的契约实施和纵向的产权保护两个维度。Claessens和Laeven以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衡

量企业间的横向契约实施水平，发现无形资产（如专利和商标）的投资收益因其特殊性而更加难以保护，

这会导致企业减少在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增加对固定资产（如机器和厂房）的投资，从而扭曲企业的资

产配置［7］。聂辉华等以腐败程度衡量政府与企业间的纵向产权保护水平，发现与横向的契约实施对企业

的影响相反，固定资产比例高的企业对腐败的免疫力更差，这主要是由于固定资产通常是课税和摊派的

主要标准，与无形资产相比，固定资产的隐藏更加困难，因而更易成为政府官员侵占和盘剥的主要对

象［25］。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b：

假设 3b：与固定资产占比低的企业相比，地区腐败对固定资产占比较高企业的异常审计费用影响更

显著。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8—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初始样本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金

融、保险类公司；（2）剔除了ST、PT类型的公司；（3）剔除相关变量缺失与异常的样本。最终得到 12243个

有效样本。此外，为消除离群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的连续变量进行了（1%，99%）的缩尾处理。研究使用

的财务数据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地区腐败涉及的“腐败案件数”和“公职人员数”分别从《中国检

察年鉴》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获取以及从《中国统计年鉴》中手工整理。

（二）变量定义及说明

1. 地区腐败（INCOR）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地区腐败（INCOR）。借鉴聂辉华等的研究［25］，本文采用“每万人公职人员腐败案

件立案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地区腐败程度。文献证实，公职人员贪腐渎职的犯罪率这种客观化指标能

够较好地衡量地区腐败水平［28］。较高的腐败水平有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治理腐败的力度较小，从而导致

该指标可能反映了地方政府的反腐力度。但从犯罪经济学角度来看，惩治力度越大时犯罪率应该越低而

非越高［29］。国内学者分析了腐败程度（各地区腐败水平之和）与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中国清廉指数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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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中国腐败程度与清廉指数得分的变化趋势完全相反［30］。因此，

我们有理由相信该指标反映的是地区腐败水平而非地方政府反腐力度。

2. 异常审计费用（ABFEE）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异常审计费用（ABFEE）。借鉴李明辉、高瑜彬等选取控制变量和设定模型的方

法［14，31］，构建如下审计定价模型：
LNFEEt = α0 + α1 SIZEt + α2 CATAt + α3 ROAt + α4 LOSSt + α5 LEVt + α6 ARINVt + α7 EMPLOYt +

α8 LIQt + α9 BIG4 t + α10 OPINt + α11 SWITCHt + α12 YEARt + α13 INDUt + ε

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为LNFEE，即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解释变量包括公司规模 SIZE、资产流动性

CATA、总资产收益率ROA、

亏损 LOSS、财务杠杆 LEV、

财 务 报 表 复 杂 程 度 AR-

INV、业 务 复 杂 程 度 EM-

PLOY、流动比率 LIQ、事务

所 差 异 BIG4、审 计 意 见

OPIN、 事 务 所 变 更

SWITCH、年 份 虚 拟 变 量

YEAR 和行业虚拟变量 IN-

DU。 对 模 型（1）进 行 回

归，模型的残差即为异常

审计费用，记为ABFEE。

3. 控制变量

其他控制变量还包括

客户业务量SALE、公司年龄

AGE、客户诉讼风险AREA。

主要变量符号及定义

见表1。

（三）检验模型

为检验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本文设立模型（2），其中控制变量的选择参考蔡春等的研

究［32］。需要说明的是，为弱化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自变量地区腐败（INCOR）采用滞后一期的数据。
ABFEEt = β0 + β1 INCORt - 1 + β2 INCOR2 t - 1 + β3SIZEt - 1 + β4ROAt - 1 + β5LEVt - 1 + β6SALEt - 1 +

β7ARINVt - 1 + β8LIQt - 1 + β9AGEt - 1 + β10AREAt - 1 + β11BIG4 t - 1 + β12YEARt - 1 + β13 INDUt - 1 + μ （2）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2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1）异常审计费用的平均

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0.000 和-0.002，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

1.055 和-0.982，说明不同企业的异常审计费用存在明显差

异。（2）地区腐败 INCOR 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3.100 和

3.136，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3.750和 2.054，说明不同地区

腐败程度存在较大差异。（3）事务所差异BIG4的平均值和中

位数为 0.060与 0.000，这表明当前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占

表1 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异常审计费用

审计费用

地区腐败

地区腐败二次项
公司规模
产权性质

资产流动性
总资产收益率

亏损
财务杠杆

客户业务量
财务报表复杂程度

业务复杂程度
流动比率
公司年龄

客户诉讼风险

事务所差异
审计意见

事务所变更
年份变量
行业变量

变量符号
ABFEE
LNFEE

INCOR

INCOR2
SIZE
SOE
CATA
ROA
LOSS
LEV
SALE
ARINV
EMPLOY
LIQ
AGE

AREA

BIG4
OPIN
SWITCH
YEAR
INDU

变量定义
采用审计定价模型（1）估计的残差
审计费用（万元）的自然对数
公司注册地所在省份每万人公职人员腐败案件立案数的
自然对数
地区腐败的二次方
年末总资产（百万元）的自然对数
国有产权的企业取1，否则取0
流动资产除以总资产
净利润除以总资产
本年度亏损取1，否则取0
负债总额除以总资产
销售收入（百万元）的自然对数
应收账款净额加存货净额除以总资产
员工数目的平方根
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
公司成立年数的自然对数
当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或浙江赋值为 1，否
则为0
会计师事务所为“国际四大”取值为1，否则为0
本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取1，否则取0
本年度事务所发生变更取1，否则取0
年份虚拟变量
行业虚拟变量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ABFEE
INCOR
INCOR2
EUAD
SIZE
SOE
ROA
LEV
ARINV
SALE
LIQ
AGE
AREA
BIG4

样本量1224312243122431224312243122431224312243122431224312243122431224312243

平均值0.0003.1009.7291.2098.2000.5520.0340.5040.2707.5621.7692.7440.3830.060

标准偏差0.3990.3441.9970.8521.2830.4970.0610.2190.1831.4931.5790.3010.4860.238

中位数-0.0023.1369.8321.0008.0741.0000.0310.5040.2427.4741.3342.7730.0000.000

最小值-0.9822.0544.2200.1955.2660.000-0.2300.0700.0053.2980.1931.9460.0000.000

最大值1.0553.75014.0644.95011.9531.0000.2201.2230.78411.48810.4063.3321.0001.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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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审计市场的份额为较小。

（二）回归分析

1. 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

表 3报告了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地区

腐败一次项 INCOR与异常审计费用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地区腐

败二次项 INCOR2与异常审计费用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

整体上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收费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即低水平的腐

败对企业的发展发挥了降低环境不确定性的“润滑剂”作用，而较高水平

的腐败则发挥了增加环境不确定性的“绊脚石”作用。轻度腐败会帮助企

业建立稳定的政商关系、缓解融资约束、营造稳定的经营环境，降低企业

生存发展的环境不确定性，因而审计师会要求较少的风险补偿。而且，初

始阶段的腐败隐蔽性更强，不容易被外部审计师察觉，因此反映审计师对

客户风险评估的异常审计费用随之降低。相反，过高的腐败则提高了企

业的经营成本、扭曲了企业的资产配置、抑制了企业的发展，使企业的生

存和发展面临更多的外界干扰和更高的风险。另外，随着腐败程度的提

高，其隐蔽性下降，参与腐败活动的主体更易受到监管部门的约束和处

罚，这同样也会加剧企业生存和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向审计师传递了危

险信号。此时审计师对腐败的警惕性提高，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并要求更

大的风险补偿，异常审计费用逐渐提高。从其他控制变量方面来看，资产

雄厚、盈利能力强、资产流动性强的企业更能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拥有

较强的危机处理能力，审计师对这类企业收取的异常审计费用较少，具体

体现为控制变量 SIZE、ROA、LIQ 与异常审计费用负相关；审计师对偿债

压力大、业务复杂程度高以及诉讼风险高的企业会收取更多的异常审计

费用，具体表现为控制变量LEV、SALE、AREA与异常审计费用正相关，控

制变量的符号基本上符合预期。总之，回归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

为进一步明确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我们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计算二次函数的拐点，

并将其与地区腐败的分布进行比较。根据回归结果得到，该二次函数的拐点为 2.887，该值略小于地区腐

败的 18%分位数（2.891）。由于模型的几何图形是开口向上的U型曲线，可以判定当前中国大约 18%的

地区腐败处于较低水平（小于 2.887），这类腐败有利于降低企业面临的风险，进而减少审计师收取的异常

审计费用；而 82%的地区腐败处于较高水平（大于 2.887），这类腐败会增加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此时审

计师会要求较高的异常审计费用。然而在失范的经济环境中少数轻微程度的地区腐败仅对个别参与贿

赂等腐败活动的企业发挥了“润滑剂”作用，却破坏了整个市场正常秩序的建立，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

展。随着正式制度的健全，腐败的“绊脚石”效应愈加凸显，清除腐败刻不容缓。这个结论也与中国共产

党十九大提出的“夺取压倒性胜利”这一反腐败新目标相契合，当前中国仍需“强高压”、“重遏制”、坚定不

移地抑制腐败蔓延势头。

2.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关系的异质性分析

（1）宏观环境异质性

为检验十八大召开前后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影响的差异，本文将样本划分为十八大前和十八大

后两组样本，分组进行回归分析。表 4的制度差异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十八大召开之前还是之后，地区

腐败一次项 INCOR均与异常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地区腐败二次项 INCOR2均与异常审计费用显著正相

关，这说明无论正式制度是否完善，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都呈U型关系，这与前文的结论一致。

表3 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回归结果

变量

INCOR

INCOR2

SIZE

ROA

LEV

ARINV

SALE

LIQ

AGE

AREA

BIG4
YEAR
INDU
Constant

Adj-R2
F-statistic

N

ABFEE
预期符号

-
+
-
-
+
-
+
-
+
+
+

？

系数
-0.410***
（-3.71）
0.071***
（3.74）
-0.057***
（-8.66）
-0.303***
（-4.59）
0.021

（0.85）
-0.063***
（-2.61）
0.056***
（9.99）
-0.003

（-1.03）
0.122***
（9.45）
0.154***
（18.34）
-0.006

（-0.39）
YES
YES
0.360**
（2.17）
0.052
23.230
12243

注：括号内为T值；***表示在 1%的水平

上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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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十八大召开之前，地区腐败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系数分别

为-0.548与 0.097，十八大召开之后，地区腐败一次项与二

次项的系数分别为-0.334和 0.056，这说明地区腐败对异

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在正式制度缺失更为严重的时期更加

显著，正式制度的健全和完善降低了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

费用的影响，这也是十八大反腐取得显著成效的一个重要

体现。回归结果表明，与十八大前相比，十八大后地区腐

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更小，假设2a得到支持。

为探讨市场化差异对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相关

性的影响，本文以王小鲁等编制的“市场化指数”衡量地区

市场化程度，将市场化指数低于样本中位数的定义为市场

化程度低组，将市场化指数等于或高于样本中位数的定义

为市场化程度高组，分样本对地区腐败和异常审计费用进

行回归分析。“市场化指数”涉及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

经济发展程度、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和

中介组织与法律等 5 个一级指标。这套指数测算了各省

区市的市场化进程，该指数越大代表市场化程度越高［33］。

表 4市场化进程差异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市场化程度低和

市场化程度高两组样本中，地区腐败一次项均与异常审计

费用显著负相关，地区腐败二次项均与异常审计费用显著

正相关，与前文的结论一致。但在系数方面，在市场化程

度较低、市场竞争机制缺失的低市场化程度样本组中，地

区腐败一次项与二次项的系数绝对值均大于市场化程度

高组样本的系数绝对值。这说明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

相比，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更

小，假设2b得到支持。

（2）企业特征异质性

表 5是考虑企业产权性质的回归结果。从表 5可知，国有企业中地区腐败一次项与异常审计费用在

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地区腐败二次项与异常审计费用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地区腐败与异常

审计费用仍然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但对非国有企业而言，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说明地区腐败对国有企业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更显著，假设3a得到支持。

为考察企业资产配置特征对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关系的影响，本文将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大

于或等于样本中位数的企业划分为固定资产占比高组，将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低于样本中位数的企业

划分为固定资产占比低组，分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中地区腐败与

异常审计费用在 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回归系数为-0.729，地区腐败二次项与异常审计费用在 1%的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 0.123，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的U型关系仍然存在。在固定资产占比

低的企业中，地区腐败一次项和二次项则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说明较高的固定资产占比会加强地

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U型关系，地区腐败对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异常审计费用影响更大，假设

3b得到支持。

（三）进一步讨论：影响机制分析

前文分析指出，地区腐败会影响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异常审计费用。为厘清地区腐

表4 宏观环境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INCOR

INCOR2

SIZE

ROA

LEV

ARINV

SALE

LIQ

AGE

AREA

BIG4

YEAR
INDU
Constant

Adj-R2

F-statistic
N

ABFEE

制度差异

十八大前
-0.548***
（-3.29）
0.097***
（3.40）
-0.061***
（-7.04）
-0.061

（-0.74）
0.071**
（2.32）
-0.094***
（-2.91）
0.057***
（7.74）
0.002

（0.41）
0.121***
（6.37）
0.174***
（15.35）
0.058***
（2.75）
YES
YES
0.538**
（2.16）
0.064
18.330
6821

十八大后
-0.334**
（-2.24）
0.056**
（2.13）
-0.050***
（-4.94）
-0.724***
（-6.55）
-0.048

（-1.14）
-0.031

（-0.84）
0.054***
（6.23）
-0.007

（-1.57）
0.122***
（6.93）
0.132***
（10.55）
-0.093***
（-3.79）
YES
YES
0.252

（1.12）
0.047
12.030
5422

市场化进程差异

市场化程度低
-0.516**
（-2.51）
0.086**
（2.57）
-0.073***
（-7.93）
-0.334***
（-3.69）
0.033

（0.99）
-0.118***
（-3.35）
0.058***
（7.44）
0.007

（1.64）
0.156***
（7.67）
0.192***
（6.15）
0.059**
（2.11）
YES
YES
0.505

（1.56）
0.041
9.831
6084

市场化程度高
-0.472**
（-2.46）
0.083**
（2.36）
-0.030***
（-3.25）
-0.280***
（-2.92）
0.007

（0.18）
-0.048

（-1.42）
0.050***
（6.28）
-0.011***
（-2.82）
0.106***
（6.33）
0.110***
（8.30）
-0.052***
（-2.65）
YES
YES
0.352

（1.36）
0.044
10.480
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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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作用机制，本文进一步检验环境不确定性在地区腐败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过程中

是否发挥中介效应。沿用申慧慧等的方法［20］，采用OLS对模型（3）进行回归：

SALE = ω0 + ω1YEAR + ε （3）

其中，SALE为营业收入；YEAR为年度变量，当观测

值是过去第 4年至当前年度时，YEAR取 1~5。将回归得

到的残差作为非正常收入，计算公司过去 5年非正常收

入的标准差，再除以过去 5 年销售收入的均值，得到未

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最后，将各公司年度未经

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除以同一行业内所有公司未

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的中位数，即为公司本年度

的环境不确定性（EUAD）。参考 Baron 和 Kenny 的方

法［34］，本文使用分步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1）检验自变

量对因变量是否具有显著影响；（2）检验自变量对中介

变量是否具有显著影响；（3）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

纳入回归模型检验二者对因变量的影响。若第一步自

变量系数显著，第二步自变量系数、第三步中介变量和

自变量系数均显著，则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第二

步自变量系数显著，第三步中介变量系数显著而自变量

系数不显著，则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在本文中，分

步具体表现为：（1）检验地区腐败是否会对异常审计费

用产生显著影响；（2）检验地区腐败对环境不确定性的

影响是否显著；（3）将环境不确定性和地区腐败同时纳

入模型对异常审计费用进行回归分析。

对于第一步检验，前文已证实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

费用存在显著影响（表 3），第二步和第三步检验结果见

表 6。表 6的列（1）显示，自变量地区腐败与中介变量环

境不确定性显著相关，且地区腐败一次项 INCOR 与环

境不确定性显著负相关，地区腐败二次项 INCOR2与环

境不确定性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地区腐败与环境不确定

性之间也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较低水平的腐败有利于企业获取稀缺资源，营造稳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降低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而当地区腐败高过一定水平则会加大企业生存成本，增大企业生存和

发展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列（2）显示中介变量环境不确定性与因变量异常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最后

在回归模型（2）同时加入中介变量和自变量对因变量进行回归时，地区腐败一次项 INCOR与异常审计费

用显著负相关，地区腐败二次项 INCOR2与异常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这与前文的结论一致。根据分步法

中介效应检验原理可知：第一步检验中自变量地区腐败与因变量异常审计费用显著相关，第二步检验中

自变量地区腐败对中介变量环境不确定性有显著影响，第三步检验中中介变量环境不确定性与自变量地

区腐败对因变量异常审计收费的影响均显著。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在地区腐败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

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地区腐败会通过影响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异常审计费用。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加可靠和稳健，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测试（具体结果未列示，备索）：

第一，更换指标。使用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和审计费用占总资产的比例代替异常审计费用衡量审计

表5 企业特征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INCOR

INCOR2

SIZE

ROA

LEV

ARINV

SALE

LIQ

AGE

AREA

BIG4

YEAR
INDU
Constant

Adj-R2

F-statistic
N

ABFEE

产权性质差异

国有
-0.731***
（-4.91）
0.116***
（4.50）
-0.056***
（-5.97）
-0.546***
（-5.51）
-0.018

（-0.50）
-0.086**
（-2.44）
0.078***
（9.58）
-0.000

（-0.02）
0.161***
（7.41）
0.145***
（11.66）
-0.038*

（-1.96）
YES
YES
0.692***
（3.10）
0.088
22.630
6759

非国有
0.056

（0.34）
0.000

（0.01）
-0.056***
（-6.12）
-0.202**
（-2.32）
0.035

（1.08）
-0.046

（-1.39）
0.043***
（5.64）
-0.008**
（-2.28）
0.122***
（7.61）
0.121***
（10.59）
0.054*

（1.78）
YES
YES
-0.299

（-1.21）
0.049
10.450
5484

资产配置差异

固定资产占比高
-0.729***
（-4.31）
0.123***
（4.29）
-0.055***
（-5.30）
-0.172*

（-1.90）
0.070**
（2.05）
0.123**
（2.44）
0.049***
（5.41）
0.010**
（1.99）
0.113***
（6.01）
0.161***
（13.28）
0.027

（1.22）
YES
YES
0.826***
（3.13）
0.057
13.270
6121

固定资产占比低
-0.206

（-1.38）
0.036

（1.37）
-0.051***
（-5.70）
-0.577***
（-5.84）
0.009

（0.25）
-0.215***
（-6.70）
0.060***
（8.23）
-0.014***
（-3.58）
0.134***
（7.51）
0.135***
（11.42）
-0.049**
（-2.10）
YES
YES
0.051

（0.23）
0.063
14.630
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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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对企业风险的评估，结论不变。本文以王小鲁等编制的“市场中介组织的

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排名来衡量地区腐败水平 。“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

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包含中介组织的发育、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知识

产权保护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4个一级指数，具体细分为律师人数与当地人口

的比例、注册会计师人数与当地人口的比例、市场秩序、执法效率、三种专利

申请受理数量与科技人员数的比例、三种专利批准数量与科技人员数的比

例、消费市场秩序、对消费者保护的程度 8个二级指数。对各省份的每个指数

进行评分，最后合成“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该指数越

大代表法治水平越高［33］。将每年各省份“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

境指数”评分降序排列得到自变量地区腐败的替代变量，排名越小说明“市场

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评分越高，地区市场中介的发育越成

熟，法律制度越健全，法治环境越清廉，腐败水平越低。更改自变量地区腐败

的度量方法后重复前文的实证分析，发现异常审计费用与“市场中介组织的

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评分衡量的地区腐败程度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

系，前文的结论仍然稳健。

第二，改变样本期间。考虑到 2008年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冲击，将 2008年

的样本从总样本中剔除，重复前文的实证分析，结论不变。

第三，改变回归方法。为降低极端值的影响，使结果更加稳健，使用分位

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代替前文的 OLS分析，得到的结果与前文一致。

在影响机制分析部分采用 SPSS加载宏 MEDCURVE进行非线性中介效应分

析，实证结论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第四，完善模型。为降低模型（2）中地区腐败指数一次项与二次项的高

度相关性，本文对地区腐败一次项减去均值进行中心化处理，之后再平方得

到地区腐败二次项，以此对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与前文一致。

六、结论性评述

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存在高速经济增长与高度腐败并存的“双高现象”，由于缺乏健全的市场竞争机

制，腐败成为资源配置的特殊机制。本文以 2008—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审

计师决策角度出发，研究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并探讨两者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1）异常审计费用与地区腐败之间呈U型关系，即地区腐败在一定范围内时，异常审计费用随腐败程度提

高而降低，而当地区腐败高于一定水平时，异常审计费用随腐败程度提高而增加。（2）地区腐败与异常审

计费用之间的U型关系在十八大召开以前和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以及国有企业和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

业中更显著。（3）环境不确定性在地区腐败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

表明审计师的决策会受到企业所在地腐败程度的影响，审计师会将地区腐败纳入其客户风险评估体系。

本文意义主要在于两方面：首先，对个别参与贿赂等腐败活动的企业而言，较低水平的腐败发挥了

“润滑剂”作用，降低了企业面临的风险，这很好地揭示了中国腐败之风盛行的根源。相反，高水平的腐败

则增加了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是企业发展车轮前进的“绊脚石”，且对整个社会来说，无论程度高低，腐

败都会阻碍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不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因此新时期应更加坚定地进行反腐败斗

争，加快市场化进程，建立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抑制腐败的继续生长。其次，从审计师方面来看，腐败的

隐蔽性容易造成审计师对企业风险的低估，这就要求审计师在风险识别方面具有更强的能力，审计师在

表6 环境不确定性的中介效应分析

变量

EUAD

INCOR

INCOR2

SIZE

ROA

LEV

ARINV

SALE

LIQ

AGE

AREA

BIG4
YEAR
INDU
Constant

Adj-R2
F-statistic

N

（1）
EUAD

-0.554**
（-2.35）
0.090**
（2.22）
0.141***
（10.03）
2.669***
（18.98）
0.787***
（15.05）
0.152***
（2.93）
-0.149***
（-12.50）
0.028***
（4.33）
0.013

（0.49）
-0.062***
（-3.44）
-0.201***
（-5.89）
YES
YES
1.367***
（3.86）
0.053
23.760
12243

（2）
ABFEE
0.026***
（6.09）
-0.396***
（-3.58）
0.069***
（3.62）
-0.061***
（-9.19）
-0.372***
（-5.56）
0.000

（0.02）
-0.067***
（-2.78）
0.060***
（10.63）
-0.004

（-1.27）
0.122***
（9.44）
0.156***
（18.55）
-0.001

（-0.06）
YES
YES
0.325*

（1.96）
0.055
23.750
1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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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中应加强对企业隐性风险的关注，避免低估企业风险。

在本文的作用机制分析部分，我们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在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的关系之间发挥了

部分中介效应，这说明可能还存在其他中介变量对二者的关系造成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

讨地区腐败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其他路径，以更全面理解两者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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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Corruption and Abnormal Audit Fe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Heterogeneity Perspective

ZHU Hongquan，CHEN Shuangy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 61003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this paper，taking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s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08 to 2016 as samples，studies the impact of regional corruption on abnor-

mal audit fees，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effect mechanism between regional corruption and abnormal audit fe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U-shaped cur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corruption and abnormal audit fees. And this type of U-

shaped relationship has obvious macro-environmental heterogeneity and firm-characteristic heterogeneity，namely，it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period befor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held and in areas with

lower degree of marketization，as well a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with a high proportion of fixed assets.

Analyses of the effect mechanism show that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plays a partial mediation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

al corruption affecting abnormal audit fee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on the whole，corruption has played a“stumbling

block”role in hinde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vigorous anti-corruption is still imperative in the new period.

Key Words: regional corruption；abnormal audit fees；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auditor’s decision；enterprise’s risk

appraisal；audit opinion；corruption governance；resource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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